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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介绍上世纪 90 年代后新加坡人口结构之改变，接着分析本地新加坡人对中

国新移民的看法，然后讨论新加坡移民政策的出发点，即从控制新移民涌入到整合团结现有移民。

本文认为，同宗同族的民族观和共同文化源流在塑造新加坡人对新移民的看法时作用甚微，政治

上和经济上的实用主义才是影响公众对新移民的态度和政策抉择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大框架

之下，公共外交能够对中国人、华人新移民和中国国家的国际形象改变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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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过去的 20 年中，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大量涌入新加坡，据估计，如今他们在这个只有 500 万人口

的国家里已达 40 万至 50 万之众。那么，作为早期中国移民的后裔，占总人口 75% 的新加坡籍当

地华人是怎么看待这些新来客的? 是将他们视为同根同祖的移民同胞，抑或是与自身社会政治倾

向和文化身份均相异的外乡人? 新加坡该如何应对这看似冲突的关系: 一方面引入国际人才，另一

方面又保护本国公民? 从公共外交的角度，华人新移民如何能够在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与发展

过程中扮演积极的作用?

本文认为，同宗同族的民族观和共同文化源流在塑造新加坡人对新移民的观点时只起到微乎

其微的作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现实主义和新型华人身份政治才是影响公众对新移民的态度和政

策抉择的重要因素。在这一大框架之下，公共外交能够对中国人、华人新移民和中国国家的国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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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改变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文以新加坡官方及民间对中国新移民的看法的相关论述为主要资料来源，亦采访了新加坡

人和中国新移民，同时辅以作者自身的参与性观察。近年来出版了一些关于在新加坡的中国新移

民研究，但并无专注于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公共外交的角色。希望本文能唤起更多关

于新加坡新型的民族和身份政治的讨论，同时能引起学术界和决策界对华人移民的复杂性与多样

性，以及他们在塑造新加坡移民政策中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关注。

一、变化中的人口结构

新加坡作为一个没有自然资源和巨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需要依靠人力资源的支

持。然而在过去的 20 年中，虽然新加坡的年总人口增长率由 1970 － 1990 年间的 1． 9% 提高到

1990 － 2000 年间的 2． 9%，但是人口发展趋势却在直线下降，这导致新加坡成为了世界上生育率最

低的国家之一: 从 1960 － 1965 年的 4． 93% 到 1995 － 2000 年的 1． 57%，远远低于人口的替代水

平。①

受到这种趋势的警示，考虑到可能对其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新加坡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应对

措施。除了实施一系列鼓励国民生育的政策之外，政府更是以引入外来人才提高了人口增长率。
吴作栋总理在 1999 年说:“没有外国人才，我们将不能成为经济一流的国家，我们必须从国外引进

人才以补充国内人才的不足。”［1］李显龙总理在 2006 年的国庆演说上指出，“我们每年缺少 14000
个婴儿，我们必须引进新移民。否则新加坡将会面临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立足于世界民

族之林，我们需要持续增长的人口，同时这增长的不仅是数量。我们正在寻找那样的人，他们有能

力，有干劲，有能动性和创新性，不仅是大学毕业生，专业人员，银行家或者是律师，而是所有类型的

人才。”［2］

新加坡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人才引进措施。例如，由人力部和经济发展局共同组建的机构

“联系新加坡”( Contact Singapore) ，可视为新加坡的国家猎头公司，它旨在吸引国际人才到新加坡

工作、投资和生活。它在亚洲( 包括北京和上海) 、欧洲和北美设立办事处，为有意探讨新加坡的职

业发展机会的全球精英以及到新加坡投资或开拓全新商业活动的个人和企业家提供一站式的服

务。该机构也与新加坡私营企业合作，帮助有意到新加坡投资的人士。在 2001 年的“资政论坛”
的讲演中，李光耀透露，“为了要更好的了解中国人，我决定吸收聪明的中国人才到新加坡工作和

学习，以便他们了解新加坡人，并成为新加坡的一分子”。［3］从 1992 年开始，新加坡政府开始向中

国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让他们到当地的高中和大学来学习，只要他们毕业后在新加坡至少再工作

6 年。一项调查显示，这样的学生中的 74%在完成学业后都成为了新加坡的永久居民。此外，新加

坡还为包括新移民在内的企业家们提供经济资助，如总额为 13 亿新币的创业启动金，并鼓励中国

大陆企业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上市。截至 2011 年 1 月，有大概 157 个中国公司在新加坡上市，其

资金总额大约 540 亿新币。［4］

政府的不断示好和招买人才的做法，导致了过去 10 年中，外来非公民和外来永久居民数量的

快速增长。截至 2010 年 6 月，新加坡总人口数为 507． 6 万。其中有 377 万居民，由 323 万新加坡

公民( 占总人口的 63． 5%和总公民人口的 85． 6% ) 和 54． 1 万永久居民( 占总人口的 10． 7% 和总公

民人口的 14． 4% ) 及 130． 5 万的外籍人士( 占总人口的 25． 8% ) 组成。永久居民的增长率远远快

·07·

① 有关新加坡生育率的资料及人口政策的变迁，参看 Shirley Hiso-li Sun，Population Policy and Reproduction in
Singapore: Making Future Citizens，London: Routledge，2012，chapter 2．



于公民的增长率。公民增长率在 2005 年至 2009 年的年增长率为 0． 8 － 1． 1%，永久居民增长率在

2005 年时为 8． 6%，而在 2009 年时为 11． 5%，非公民的增长率在 2007 年和 2008 年时分别为 15%
和 19%。同时，出生地为新加坡以外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比率由 2000 年的 18% 增长至 2010 年的

23%。［5］这种人口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引起了当地人的焦虑与不满。
新加坡的开放门户政策与中国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放宽对外移民政策同时出台，这导致 80

年代以来，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数量的快速增长，他们永久地或是半永久地离开中国大陆，居住于新

加坡。虽然新加坡政府的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不是面对某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但由于长期的移

民历史和文化地理上的毗邻关系，中国已成为了过去 20 年来( 1990 年中新建交之后) 这个岛国最

主要的移民来源地。中国新移民有 4 个主要的类型: 学生型移民( 那些在在外留学但在毕业后继

续留下的学生) ，技术移民( 那些凭据教育背景和专业经历而移民海外的人) 、连锁移民( 那些随作

为外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家庭成员一起移民的人) 和非法移民。据统计，截至 2009 年，中国有超过

600 万的人移民国外。［6］

虽然没有对中国新移民的官方统计数据，但据一项近期研究显示，在新加坡有 35 万至 40 万的

中国新移民( 包括那些短期停留人员，如短期合同工人等) 。另一项研究则估计有多达 70 － 80 万

的中国新移民。［7］中国大陆在近 20 年来已成为了新加坡的最大移民来源地，他们遍及各个行业。
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在 2000 年时有超过 30000 名的全日制学生。在 1671 个全职教员中，有 887
名( 占 53% ) 新加坡公民，而剩下的 784 名( 46． 9% ) 为外籍，包括 110 名( 14% ) 中国公民( 大部分

为永 久 居 民) 。在 大 学 的 842 名 全 职 研 究 员 中，只 有 221 ( 26% ) 名 为 新 加 坡 公 民，而 621 名

( 73． 7% ) 为外籍人员，包括来自中国的 329 人( 39% ) 。［8］

新移民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只有小部分来自传统的闽粤侨乡，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的比例显

著提高。据李光耀称，“现在新来的( 中国) 移民大部分来自长江以北”。［9］在新加坡的新移民与他

们的先辈们的组织并不相同，先辈们的组织多基于同乡和同祖的准则。而曾经特指某个故乡或村

庄之“同乡”概念，现在被用来指代整个中国或华人群体。这些新的群体更加包容，他们不仅接受

那些地理上相异的成员，也接受社会背景上相异的成员。［10］

简言之，新加坡的人口结构在过去的 20 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人口总数增长了将近两

倍，而且在公民比重下降的同时，外籍人员数量却显著上升。在非本国出生的居民中( 包括新公民

和永久居民) ，来自中国的居民数位居第二( 列于马来西亚华裔之后) 。然而，考虑到大量只在新加

坡待一年多的临时工和学生们，我们有理由估计中国人是最大的外籍人群体。另一方面，由于其长

期历史关联，亲近的家族联姻关系，文化联系和地理之间的靠近，马来西亚籍华人通常被新加坡当

地人认为是“同胞兄弟”。他们有共同的故乡、方言和风俗习惯以加强这种亲近感。因此，马来西

亚籍华人通常不在当地关于中国新移民的评论之内。

二、当地人对中国新移民的舆论与评论

在过去的 10 年中，新移民在新加坡的快速增多已经引起了当地人的焦虑、不满和偶尔的敌意。
这些评论通常被表现于报刊、议会辩论、网上论坛或博客中。虽然并非所有的言论都指向中国新移

民，但是华人同时作为两个最大的群体———占新加坡人口的 75% 和新移民中的绝大多数，意味着

中国新移民是以华裔为主的新加坡公众舆论的中心。
关于中国新移民的舆论和评论主要涵盖 3 个不同的但又彼此相关的内容: ( 1 ) 虽然新移民来

自同一种族并可能说同种语言，但他们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与新加坡本地人有明显的不同; ( 2) 新移

民与本地人竞争工作职位、教育机会、住房、健康福利和交通资源等; ( 3 ) 新来者，包括那些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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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加坡公民的人，被认为缺乏对移居国的政治效忠，他们在情感上和政治上仍旧支持着中国。虽

然这些言论有异于那些被政府所支持的言论，但它们还是能在一些官方控制的媒体，如《海峡时

报》和《联合早报》中找到宣泄口。
1、社会与文化差异

虽然许多新移民在民族上也属于华人，但一些新加坡籍华人把他们当作不同的人———既与他

们自己不同，亦与他们数个世纪前移民至新加坡的、主要来自华南的祖先不同。这种在自己国家的

陌生感被《海峡时报》的专栏作家表达了出来: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在自己的祖国中，却成了一个异乡人。在上个星期六去芽笼的时候我也

有相似的感觉……在那里走着的时候，我被我周围数量庞大的中国人所惊讶了……不论我转向哪

个地方，我周围都是中国人说着陌生口音的中国话。［11］

另一个博主写道:

新加坡人能够接受中国人吗? ……特别是那些文化与华南如此不同的北方人? 事实上，在很

多时候，我不能接受北方人将要成为新加坡华人的主体这一现实。还有，我并不能真正适应他们的

方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北方人都是些可怕的人。［12］

除了关注本地人和新移民之间的不同之外，新加坡人也强调自己与新移民的差异性而非同一

性。2009 年主流媒体《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当地人的文章，彰显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常听到新移民称本国国民为“老移民”，或说我们是“先来这里的人”; 新移民对国人这种眼明

手快的定义，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听在耳里，真有百般的不痛快……这就好像一只鸟，辛辛

苦苦地筑了一个坚固美观安全舒适的巢。为了扩展，欢迎新鸟同来共同建设。新鸟申请到居留权

之后，说旧鸟不过是“先飞来这里的鸟”; 大家都是鸟，没有多大差别。……不过于情于理，这种近

乎喧宾夺主的态度，似乎说不过去吧! ……我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从来没有移民过。如果有人

用老移民称呼我，或说我是“先来的人”，我是会生气的。［13］

不仅是普通大众认为新移民是不同的。政治家们也敏锐地注意到了新加坡华人和中国人的不

同，正如李光耀说的那样，在东方与西方 /传统与现代的大环境下:

虽然我们是华人而且说的是华语，但是华人的思维模式和商业习惯在工作方式和心灵构成上

也是不同的。我们的制度和工作模式是西化的。我们不靠“关系”或者类似的东西。我们对法律

的标准和态度都完全不同。［14］

2、对稀缺的资源竞争

既然每 10 个新加坡人中就有 4 个是外国人，这些新来客们作为工作、住房、学校和健康福利的

竞争者，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本地人对新来客们感到焦虑，更不用说是疑虑了。报纸头条通常会用一

些如“恐惧”和“担心”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本地人对外来移民的态度，“移民是块烫手的山芋”［15］，

《海峡时报》的一个记者这样写道。一个博主写道:

我和外国人说话的机会比和本国人说话的机会还更多。看看那些在电话接线室、诊所和医院

( 包括大部分护士) 的人、商店里的收款员、美食城里的厨师 /服务生、我孩子的托儿所老师、巴士司

机、家政员工、清洁工。不论你喜不喜欢，他们真的到处都是。而且那只是冰山一角罢了。这些外

国人将会渐渐地升至高位，而新来的外国人们就会补齐这些工作的空缺。( 你问这些人从哪个国

家来? 这是傻瓜才问的问题。) ［16］

在 2011 年 7 月进行的一次非官方调查中显示，67% 的公民感到“我国的外国人太多了，”而只

有 7%的人不这么想。［17］针对 902 个新加坡成年人的一项调查显示，58%的受访者认为新加坡只有

通过限制外来移民的方式才能保护本地人的工作岗位。一个新加坡家庭主妇林佩莲( 音译) 说:

“我仍旧担心他们会抢走本地人的工作机会，而且，万一在新加坡的艰难时刻，他们都离开了新加

·27·



坡怎么办?”［18］

类似的话题在议会辩论中也被反复提出，一些议员观察后说:“新加坡人可能会开始觉得新加

坡式的生活方式正在被挑战。新加坡人的消极反应就是与不同社会习惯和思想的人们分享有限的

空间所带来的失望与不满之一。”［19］

3、缺乏政治忠诚

不少当地新加坡人认为新移民没有为国家服务的意识，比如新加坡男性公民都得服兵役，而且

新移民对移居国缺乏忠诚。一个博主的愤恨之情十分典型，值得做长段引用:

现在中国来的新移民是不同的( 与之前几代因为别无选择才来新加坡的移民相比) 。他们作

为成人来到新加坡，通常受过良好教育。他们不是为了离开一个不好的国家而来到新加坡，而是为

了提升自身能力，亦是为了他们孩子的生活。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说，一本新加坡护照就是一块

对更好事物的敲门砖。当他们的祖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变得越来越强大时，他们不会与他们来自的

国家断绝任何关系。一大块红色和一个小红点真的是不能比的。如同他们的移民父母那样，他们

会看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比看本地的第八和第五波道一样多或者更多。［20］

2009 年的张元元事件凸显了这种新移民的身份政治。来自北京的补习学校教师张元元在新

加坡工作 4 年后成为了当地永久居民。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60 周年时回到了北京参加阅兵

仪式。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访谈中，她在屏幕上骄傲地，“脸上带着微笑地”亮出她的永久居

民证，声称她回到北京是因为为祖国服务是她最大的理想，虽然在新加坡待了 4 年，她的心也依旧

属于中国。在大陆被广为称赞的她，在新加坡却大受批判。她成为了新加坡当地网民的讨论焦点。
一些人甚至向政府请愿，要收回她的永久居民权，另一些人则质问中国新移民的忠诚性:

外国移民离开新加坡的动机不是很明显吗? 新加坡就像一个旅馆，一些外国人才在做完生意

后就带着他们的财产回到了祖国。其他的一些则一跃而升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是美国公民……
你觉得外国人不知道等待新加坡人的未来是什么吗。只要看看那些洗碗工，洁厕员就能看到自己

的未来了。［21］

张元元事件显示移民问题已经被政治化。在雅虎 2011 年 8 月份对 30000 名网民的态度调查

时，41%新加坡人认为移民只是出于短期利益考虑，他们会很快离开新加坡。［22］在报纸和网络上以

及议会的辩论中，对于中国新移民的舆论都显示这些人在社会上和文化上都与本地人不同。他们

会与当地人争夺工作机会、住房、教育机会和医疗资源。在关于中国新移民的舆论中，值得关注的

是在关于民族凝聚力和共有的文化认同的问题上，大陆华人和非华人的看法非常不统一。人们的

争论集中在通常的移民的共同遗产或文化链接这两点上。一些媒体也暗示外国人的大量涌入造成

了一种“新加坡人对垒外国人”的感觉，同时，华人和马来人种以及印度人之间的民族差异反而逐

渐模糊。一个新加坡华人说，“我是新加坡华人。任何外来华人只要胆敢冒犯我新加坡的马来兄

弟，我肯定会让他尝尝我拳头的滋味。我们新加坡华人和马来人一起服兵役。华人或不是华人都

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是新加坡人。”［23］

4、融合新移民的尝试、控制移民涌入以及提高门槛

近年来，新加坡经历着让人嫉妒的经济增长( 在 2010 年为 14． 7% ) ，同时，根据盖洛普机构在

2010 年的调查，新加坡亦是“拥有最有能力的成年人中最希望移民的对象国之一”。［24］另一方面，

在许多新加坡公民都呼吁得到更多的政府保护，然而又需要引进外国人才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如何

面对这些相互矛盾的诉求，以保持国际竞争力和足够的人口数量? 民族主义者们希望严守国家边

界，然而那些认同国际化和都市化路线的人却认为全球能动性和人才环流之间是无边界的。新加

坡需要小心翼翼地处理好不同的价值观和需求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就 2011 年( 5 月份的议会大选

和 8 月份的总统选举) 的两个重大选举来看。政府很明显地清楚移民问题需要在看似冲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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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有技巧地解决。在过去的几年中政府实施了许多相关措施，从控制移民进入数目到同化新来

者。在管理移民的问题上，国家的身份和各种当地的政治和经济议程成为了最优先考虑，而与来自

中国大陆同胞的同文同种同族的文化和族群认同感却被列于明显的次要地位，有时甚至被忽视。
在认识到本地人对外国人涌入现象的关注度的同时，新加坡领导人也强调，由于新加坡是一个

低生育率国家，必须通过不断引入移民来保持其国际竞争力。吴作栋在 2009 年指出了新移民在经

济、社会和文化上对新加坡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如果没有永久居民们和新公民们，新加坡将会像恐龙一样灭绝……为了维持我们现在的生活

水平，我们需要使移民让我们的人口数增多，特别是那些有才能的希望创业的移民。如果没有他

们，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直接下降 1 － 2 个百分点……但除了保持我们的生活水准之外，移

民更是为我们的社会注入了一种特殊的活力，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得更加蓬勃，在艺术、音乐、体育和

慈善事业等方面扩展了我们的视野。［25］

在赞扬新移民的贡献的同时，李显龙说政府正在追求制定出一种“公民优先”的政策，在明确

引进移民和与移民一同生活的必要之后，政府开始规划相关措施，通过减少进入外国人人数和设定

给予永久居民权的更高标准来控制移民涌入。副总理黄根成在 2010 年 9 月说，只有大概一半的永

久居民申请获得批准。李显龙在 2011 年的国庆节演讲中主要关注了包括提高薪水和增加当地大

学中新加坡学生的数额等有关“新加坡人优先”的论题。［26］

由于依然需要引进移民，控制数量的机制就只能起到安慰公民担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从国

家的目的来看，是希望团结和同化新来者，让他们在文化、社会和政治轮廓上更像新加坡人，反之强

化国家的多文化及民族合成的程度。
政府已召新移民通过学英语，与当地人交流和参与公共活动来融入主流社会并拥有一个本土

化的身份。例如，一个政府委派的移民工作组提出了一个“强化对新加坡身份的认同感的 4 个关

键价值观”的口号: 履行国家兵役责任，遵守法律法规，拥抱多元文化，坚持选贤任能。［27］此外，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区分不同社会阶级的措施以及惠及教育、住房和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做法，提供给永

久居民和公民们，以作为对公民们焦虑的回应，并鼓励更多合格的永久居民最终成为公民。永久居

民在医疗上的费用比公民所花的更贵，他们的孩子也更难择校读书。政府也在永久居民的买房比

率上设定了额度，以避免地理上和居民区上的同民族人口过度聚集。永久居民在新加坡购买房产

时，须将祖国的房产售出以断绝其与祖国的关系。
另外，政府尝试建立将新移民团结融入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新机制。2009 年 9 月，由政府、私人

企业及民间组织共同组成了国民融合理事会(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提出“开放门户、敞开胸

怀、开阔思想”的“三开”口号，要从不同方面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促进各社群间的相互信任。
政府还为此拨款 1000 万元新币，设立“社会融合基金”( Community Integration Fund) 。2011 年 1
月，民众联络所构架成立，每年可帮助 4 万个新移民。该构架有 4 个阶段: 新移民通过家访和茶会

来认识新加坡人; 他们通过节日庆典来扩展社交网络; 他们规律性地参与社区活动; 同时也参与一

些草根民间活动。
要分析这些措施在安抚民众的焦虑的同时又能团结新移民的效果或许还为时尚早。在 2011

年 5 月的全国选举中，移民问题是焦点。反对派赢得了近 40% 的选票，然而人民行动党遭受了独

立以来最大的失败，仅获得 60% 的选票。李光耀坦承，本地人在“拥挤的地铁和巴士上看到新来

的、陌生的面孔时感到非常不适，”人民的不悦和“外国人的涌入”是人民行动党受挫的主要原

因。［28］

至于中国新移民自己，其中的一些人热情地响应民族融合的号召，例如华源会设立了一个“新

移民贡献奖”以嘉奖那些为社会融合做出努力的新移民，但也有人觉得融合应该是一个双向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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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要求本地人接受和理解新来客。一个新移民作家评论道，融合并不意味着同化，同时身份构

建的过程是一个需要所有方面的努力的长期过程。与人为的同化相反，她提倡“和睦共处、尊敬和

认知。”［29］

在这个过渡阶段中，中国新移民对融合同化政策的回应也受到由中国崛起和新加坡 ( 及

ASEAN) 的不断地融合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区域格局之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已与

移民群体之间形成了机构上和信息上的关联，这或许也会在塑造移民身份上有一定影响。历史上，

中国移民的身份认同感总是受中国的国际地位( 或其的缺失) 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中

国的公共外交努力才能有所作为，由于不少新移民还保留中国国籍，中国政府包括各级侨务部门在

制定和实施公共外交政策和措施时，要注意如何充分利用这一新移民资源，将之作为中国和他们的

居住国之间的有机纽带。李海峰在 2012 年 1 月在《求是》发表专论，对此进行的分析能够起到指

导作用。她指出:“要围绕国家外交总体战略，积极拓展侨务公共外交，通过侨务工作渠道沟通中

国与世界，增进外界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推动广大侨胞

在增进我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结语

本文的关注点是新加坡本地人如何看待中国新移民以及国家如何在引进外来人才和保护本国

居民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由于大规模新移民涌入的结果，本地居民通过官方和非官方渠道对此表

达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焦虑。关于中国新移民的舆论在 3 个彼此联系的论说中展开: ( 1 ) 新移民

在社会上和文化上都与主流社会不同，在社会文化特征上也不像当地华人前几代的移民祖先; ( 2)

新移民加剧了对稀缺资源的本已激烈的竞争; ( 3) 新移民在感情上与政治上都与崛起的中国藕断

丝连，中国上升的国力强化了这种关联。这些舆论集中造成了一种认知，即认为来自中国的新移民

们或许有某种族群关联( 在大家都是华族这一点上) ，但却是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群体。
新加坡政府尝试通过两项彼此关联的措施———即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政治凝聚力———来

实现对公民和新移民的团结，以促进国家建设。为了加强国家竞争力、平等性和同化能力，国家已

开始将移民控制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间的融合相结合。易言之，国家的认同感已经被放到了优

先的位置上，并超越了民族身份认同感; 同时，同一族群的华裔公民和新来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纽带

来维系彼此的关系。
在更广的意义上看，本文讨论了不同力量———国家、民众和个人———在塑造国家和民族身份上

的作用，同时新加坡政府正在践行将中国新移民融入“新加坡式”价值的设想。新加坡的例子既独

特亦普遍。它的独特性在于，这是世界上中国以外唯一的华人为主体的国家，而华族在塑造这个国

家的社会政治政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加坡的案例普遍性在于，关于新移民的不同舆论是华

裔移民常用的建立权威地位的一种战略。新加坡政府实施的融合政策也与欧洲政府及其他地区政

府的政策有某种相似之处。
新加坡的个案也凸显了在中国新移民中推动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当地人对新移民的负面印象

一部分来源自后者的不文明表现，如插队、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到处抽烟、以中原心态

对他国民众评头论足，甚至在言语上侮辱当地人等等，并将小部分人的行为扩大对中国新移民群体

的看法。这种消极的看法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国家的国际形象。如何使新移民成为中国在

海外软实力的品牌形象，这需要政府、民间和学术界共同探讨和反思。［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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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of Chinese New Migrants in Singapore:

Local Perceptions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LIU Hong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Singapore)

Abstract: The paper first examines changing demographic profile in the nation since the 1990s and then analyses Sin-
gaporean government’s policies strategies in integrating the new comers into the nation-state framework． I argue that com-
mon ethnicity and the perception of shared culture play little，if any，role in shaping local Singaporeans’view of the new
diaspora． Instead，political pragmatism and new identity politics are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public attitudes and policy
options with respect to new 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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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of ASEAN-5
—Based on Production Model and Time Series Analysis

ZHENG Mu-qiang
( Shantou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Shantou 515063，Guangdong)

Abstract: Based on Production Model，using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Granger causal test，we analysis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EAN-5 from 1971 to 2007． The results show that，in short
term，there is one-way Granger causal relationship from energy consumption to economic growth for Malaysia and Singapore，

one-way Granger causal relationship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energy consumption is for Indonesia，two-way Granger causal
relationship is for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In addition，there is one-way Granger causal relationship from energy con-
sumption to economic growth for all five countries in long term． Finally，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relevant impli-
cations are drawn accordingly．

Keywords: energy consumption，economic growth，production model，cointegration test，ASEA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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